市場全球化與政府的角色
面對市場全球化帶來的挑戰，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可能是政府作出更大干預：但對香港這類較小規模的市場來說，比較進取的解決辦法是如何在政府盡可能不干預的情況下，確保金融體系穩健，以及凝聚經濟實力。

相信各位讀者都清楚市場全球化帶來的好處。有關這方面的意見我們都聽得很多，尤其是先進國家的政治家、政府與央行官員，以及分析員都指出透過開放的市場機制，各地經濟系統的互動互惠關係更形密切，加速全球經濟的增長與發展。為了能夠自市場全球化的趨勢中獲益，各國的經濟系統都不約而同地邁向格林斯潘所謂的「市場主導的資本主義結構」，不過大家採取的方式各有不同，如市場改革、開放市場、撤銷管制、私有化等等。

相對總體經濟規模，各地的政府都變得比較精簡。隨著科技革命使交易與資訊成本下降，以及市場效率提高，市場競爭普遍加劇。政府當局也減少了干預，部分原因是在市場全球化的影響下，無論是基於怎樣的良好意願，干預的成效都大不如前，有時甚至完全發揮不了作用。

因此，宏觀經濟管理哲學在過去20多年出現了巨變，並且與戰後初期的普遍想法大相逕庭。當時大家關注的是市場可能失效和崩潰，以致政府經常要作出干預，以及廣泛參與經濟系統的運作。

全球化趨勢影響深遠，帶來嶄新的市場主導資本主義結構模式，香港這個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是其中一個充分體現這種模式的地方，我們很高興見到多年來香港所提倡和實行的經濟模式能夠供其他地方借鑒。美國傳統基金會與加拿大弗雷澤學院等組織繼續對香港的經濟模式給予肯定，實在令人鼓舞；同時亦提醒我們要盡最大努力，堅決捍衛香港的自由經濟，非不得已，決不會因為任何引誘或壓力而偏離。

內部方面，本港經濟繼續急速發展，社會也日趨複雜先進。市民透過民選代表有效地傳達他們的合理期望，為了滿足這些期望，市民會要求政府有更多參與。政府當局要富於創意，才能應付這些要求，並要緊記為了本港的長遠利益，我們必須保障本港的市場主導資本主義結構，同時政府的參與要維持在最低水平。幸好，《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為我們提供了指引。

國際方面，全球化會繼續帶來以往從未遇過的各種重大挑戰。大型經濟體系憑藉其深化的市場，也許能夠欣然面向全球化趨勢，以及隨之而來四處流竄的龐大國際資本，無懼經濟穩定會受到嚴重影響。不過，即使是這些大型經濟體系，偶然也有不同形式的干預市場的情況出現，例如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事件、央行採取一致的干預行動以制止歐元匯價進一步轉弱、動用戰略石油儲備等。然而，對於小規模經濟體系來說，它們不一定能夠運用這些措施，97至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經驗便足以證明這一點。小規模開放市場實在難以承受全球化趨勢帶來的影響；無論它們有多先進，對它們的市場以至金融系統來說，國際資本流向實在過於龐大和波動。因此，市場比較容易崩潰，政府需要作出干預的機會也較大。很不幸，香港在1998年8月被迫進這樣的境況中。但幸好，塵埃落定後，由於各地對香港的情況有較全面的理解，香港仍能保持其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地位，仍然是市場主導資本主義結構模式的典範。不過，我們需要繼續鞏固市場，以及建設規模更大的市場，以確保我們能夠像大型經濟體系一樣，泰然自若地面對全球化的浪潮。我們的任務是要尋求出路，以達到上述目標，而又無需政府作出太多的參與或監管。

香港是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系，又是通往中國內地這個龐大經濟體系的門檻，對香港來說，全球化有更深層的意義，要好好掌握機會，便需要作出結構性轉變。為了促進這個過程，我們可能需要政府的參與。毫無疑問，香港的中介角色要作出改變，集中在有相對優勢的範疇發展，香港擁有先進的金融基礎設施（部分是由政府倡議和發展的），在提供金融與有關服務方面自然有顯著優勢。香港也需要更廣泛地承擔直接投資者的角色，增加在內地的投資。本港的商界實力雄厚，經驗豐富，應如往常一樣無需政府參與也能應付裕如；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可能是對內地的監管及其他有關政策適當地發揮其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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